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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佛教發展最獨特處，乃是唯識之說則呈現復甦之勢。明代唯識學的復興歷程中，唯識學的相關著作日漸受到重視。其中藕溢智旭的思想成果最值得注目。目前關於智旭思想研究的成果中，唯識思想的研究主軸多半以《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為討論對象，《八識規矩直解》的討論甚少。本文之問題意識在於：蕅溢智旭在《八識規矩直解》中所呈現的觀點是什麼？由此開出次要的問題意識，採用哲學詮釋學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包括：從人際網路觀點檢視智旭生平，釐清其思想傾向；發現智旭生平思想特徵包含：心念佛教之傾；鍾情天臺之教；欲成一家之言；編撰傳世之書。依靠這幾點特質切入探討智旭《八識規矩頌直解》中所蘊含的要義，歸納出三點要項：一、沙門為貴；二、「真如」以知；三、引「臺」觀行。這些特點可橫向的與智旭其他著作做會通，連結出智旭思想的全貌。

壹、前言

    在大時代背景上，對於佛教界而言，整個明代佛教發展的脈絡上有別於其他朝代，最獨特處，乃是唯識之說則呈現復甦之勢。
明代唯識學的復興歷程中，唯識學的相關著作日漸受到重視。釋聖嚴提到明代魯菴普泰（生卒年不詳）註解《八識規矩頌》後，成為推動明末諸家研究並弘揚唯識學熱潮的關鍵。
參考聖嚴、
《佛光大辭典》、
蕭涵勻等研究者的討論，
《八識規矩頌》乃唯識學的重要典籍。倪梁康更揭櫫《八識規矩頌》在整個佛教界的學理上的影響，強調「在唯識學歷史上所引發的重大效果是無庸置疑的」。
《八識規矩頌》對於唯識學的意義可見一斑。
    察明末唯識復興的浪潮中，幾位當時開創唯識復興局面的幾位人物，如明昱、普泰、王肯堂等，而在其所列人物中最具歷史地位及貢獻的當屬德清（1546-1623）與智旭（1599-1655）兩位宗師。其中藕溢智旭的思想成果最值得注目。鐮田茂雄表示，智旭雖屬天臺，但精通華嚴法相二宗，著作《起信論裂綱疏》用意於調和唯識學說及《起信論》。
智旭對於唯識學有一系列的註解與論述，顯示智旭的著作頗有循序漸進意味的內容。倪梁康主張《八識規矩頌》的流通乃為唯識學初入門者提供一份重要的方便法門。
循此思維，則，吾人可以假設智旭在復興唯識學的經驗裡也意會到經典閱讀的難處，而有所投入，因此智旭更進一步的親自註解《八識規矩頌》以利讀者建立先備知識的論著-《八識規矩直解》。
    從上野俊靜等人的評論評，
以及游嵐凱、龔鵬程的說明可知智旭「唯識思想」是受到後世學者忽略的成就。再對照前處鐮田茂雄的論述，此處有兩點可以需要予以注意，鐮田茂雄在該書裡條列了智旭的一系列著作，但卻沒有列入《八識規矩直解》，或許鐮田氏認為《八識規矩直解》在蕅溢著作裡的地位不高，然，若對照前文幾筆文獻的描述《八識規矩訟》在唯識學的系統中具有奠基的作用，則智旭《八識規矩直解》何以未受到後世學者的注重？其次，鐮田茂雄指出智旭的唯識思想中有明顯的會通《起信論》的意圖，則這一思考是否會在《八識規矩直解》也有所顯示？再次，以目前所獲資訊而言，就智旭思想研究的成果中，唯識思想的理清近來逐漸受到注意，在目前所吾人蒐羅的資料而言，主軸多半以《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為討論對象，
但對於智旭著《八識規矩直解》的討論甚少。若說智旭把《八識規矩直解》作為唯識學基本教材看待，則這部論著的重要性還包括傳遞弘揚的意義，值得予以探究。
    綜合上論，本文之問題意識逐漸聚焦，主要問題意識在於：身為明末殿軍清初先鋒，蕅溢智旭在《八識規矩直解》中所呈現的觀點是什麼？由此開出次要的問題意識包括：如果《八識規矩直解》是智旭所認為的唯識學基礎，則，有哪些觀點要傳達？是否有調和如來藏思想的意圖？本研究擬採用哲學詮釋學，搭配創造的詮釋學進行分析，具體操作方式乃參考紀俊吉的操作經驗。
承廖肇亨的描述，智旭思想淵博，個人學風顯著，若要掌握其注疏經典的底蘊，當將討論格局暫且拉高，從其思想淵源著手，下文先就其思想脈絡做描述，以勾沉出智旭筆耕不輟的動機。
貳、從「學霸」到「學僧」-智旭的人際網絡與傳承立場

    廖肇亨寓以當代口吻描述智旭的生涯特質，以「宅」字做為描述，認為在晚明驚滔駭浪的社會動盪裡，智旭仍是一副八風吹不動的姿態，端坐案臺，淡定閱藏。我們延續廖肇亨的形容，以當代用語稱之，智旭堪稱「學霸」。
 雖然無法肯定智旭求法前的世學成就，但並不妨礙稱其為「學霸」的說法，僅就其著作及思想的完整程度而言就足以傲視明清二世。
    依釋弘一（1880-1942）為智旭所作的年譜可發現，智旭甫出家，約24歲時就對唯識學的內涵有所疑惑：
     聞古德法師講唯識論，一聽了了，疑與佛頂宗旨矛盾。請問。師云：「性相
     二宗，不許和會。」甚怪之，佛法豈有二歧耶？

    顯示雖然其時唯識學已逐步復興，但仍有若干觀念不甚明確，這或許可以反映出當時教界對於唯釋學的理解仍有未明之處。釋聖嚴張明，智旭從二十五歲起即已領悟性相融會的道理。
換言之，智旭從入佛門之初即已開始思考性相交融的可能性。再比對年譜（時年四十九歲）：「三月，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九月，述彌陀要解，四書蕅益解。」。
可知智旭實際撰寫唯識相關論述時為生平中晚期階段，其年四十九歲撰成《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相宗八要直解》等唯識學著作，而於五十七歲示寂，距離對唯識起疑之時相隔二十五年。亦即，我們可以設想：智旭對著這個問題意識，費時數十年以求釐清關鍵。
其中《八識規矩直解》即為《相宗八要直解》所收的內容之一，就年譜顯示，《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相宗八要直解》二論均是智旭四十九歲時所講述，亦及，兩者可視為智旭於同一時間的唯識學思想代表作，彼此間思想有密切關聯當屬必然。
同時，這一掌握唯識奧義的先後順序也和于凌波之見相仿，智旭也意識到應當為唯識的內容安立學習的先後次的。

    一如前文所示，鐮田茂雄認為在大方向上，智旭有要調和唯識與真常系統的意圖。龔雋則從思想體系上分析智旭《四書解》，揭櫫論智旭有兩則顯著的意圖，一是透過註解其他經典，以完成自己的思想體系，龔氏準確的指出：
     即是在對《四書》進行重新解釋的策略中，造成的對朱子《四書》學傳統
     顛覆性的效果……他明確承認……「是智旭之《中庸》，非子思之《中庸》
     也」。

    換言之，智旭的注疏立場上，是旗幟鮮明的將自己的思想挹注到經典之中做解釋。
其二，智旭在解讀傳統經典中，會有意無意的將如來藏思想導入以會通並解釋經典義理。龔氏這一說法立基於釋聖嚴的主張，龔氏再透過思想分析路徑獲得驗證。再對照年譜顯示，智旭在完成《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的同年九月，也講述了《彌陀要解》及《四書蕅益解》，由此可知這幾份著作當可反映智旭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態。若參酌以上分析，則我們可以宣稱：智旭在註解《八識規矩頌》時，很有可能也有這「個人思想」、「會通真如」兩個因素於其中。若否，雪浪既已有整套的《相宗八要直解》，何以智旭另起爐灶，而不沿用？以上論述似乎已顯示出智旭撰寫《相宗八要直解》時的特質及傾向，在注疏前人的典籍裡融入自己的思想及詮釋。
    回顧前文所提內容，我們應當可掌握到，在智旭的觀點上，對於前賢大德的典籍甚為關注，但並非全盤接受，而試著融入自己的思想，若倚靠在這一線索上進一步考察，智旭在學術上所追尋及涉入的對象似乎有特定類群及特徵。
    首先，依據釋聖嚴所考，智旭對於憨山德清推崇備至，甚至是推動智旭出家的最後一臂之力，
且，聖嚴表示，智旭著作中部份著作以「直解」二字名之，乃受了憨山德清的影響，而憨山亦曾著述《百法直解》及《八識規矩直解》兩論，其中兩人《八識規矩直解》的書名完全一樣。聖嚴推敲，德清此二論顯然未見入藏，故推想智旭之時，很可能只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所以因襲「直解」，若否則智旭怎麼唐突宗師與德清之著同一書名？
換言之，到智旭時期，憨山兩部唯識著作已然失傳。   
    其次，智旭所作的《相宗八要直解》，乃依據雪浪弘恩編輯的《相宗八要》而來。依照廖肇亨的描述雪浪洪恩、憨山德清兩人堪稱一時法門龍象齊名於當世，且兩人若干特質相仿。智旭對於雪浪洪恩同樣景仰不已：
     嗣有雪浪大師，乃慈恩再來，於時受法者，為瑞麟諸公。而紫柏大師亦曾
     杖笠相訪，蓋自有唐以來，未有盛於斯際者也。雪師寂，高足遠痕法主繼
     守叢席，遠公逝，高足如幻法主又繼守之，以授乃弟湛持如公。

    智旭將雪浪洪恩為明代的窺基，在這段引文中，智旭對於雪浪後繼法嗣的描述其來有自，參照釋聖嚴歸納及劃分的系譜，智旭對唯識的認識來源之一正是雪浪洪恩高足巢松慧浸（1566-1621）。此處必須提及的是，若依照廖肇亨的描述，雪浪洪恩、憨山德清在當時明代佛教界都是非常活躍且影響力足以牽動當時佛教界的走向。兩者間最大的共通點都是對於義理之學極為注重且學養深厚，同為一代宗師兼領禪詩風潮，換言之，二者均是當時教界的菁英分子，甚至是菁英中的菁英。在廖肇亨的描述中，甚至直言憨山德清具有明顯的菁英份子心態，且擘劃出菁英份子的兩大特質：「恥居人後」及「好為人師」。
若考其生平成就，我們尚可加註菁英份子的特質還包括「影響力廣」、「見識過人」且「功績彪炳」。以此考核，則雪浪洪恩、憨山德清並列為當時的佛教菁英絕對實至名歸。
智旭對這兩位前輩不僅僅是推崇，也是認同，更是三人間有相當類似的特徵。
    值得一提的是，智旭所追隨的雪浪洪恩、憨山德清，或可視為一個精英集團。加上智旭所皈依的剃度師更是憨山的直系法脈，換言之，智旭當屬於憨山法嗣之一。在唯識思想的傳承上，若依聖嚴所考，則如上文所述，巢松慧浸也是雪浪的高徒，在當時亦是名揚四海，和一雨通潤（1565-1624）並稱「雪之才，雨之筆，巢之講」
。同樣是當時教界的菁英份子。換言之，透過拜師及義理的傳承，智旭已然是當時南中國佛教界的精英集團成員之一，並依循著共同的典範（paradigm）。
    關於師承的部分，有資料紀錄，智旭的師父為天臺「無盡傳燈」（1554-1628）。自漢傳佛教規模建構後，在法脈傳燈的系統裡，師承關係不可謂不重。但於明代一朝，關於佛教的師徒傳承關係頗難以釐清，究竟依據那些標準確立師徒關係，頗令人疑惑。一如智旭自傳所提「乃從雪嶺師剃度，命名智旭。雪師，憨翁門人也。」，在自傳中智旭所承認的師父是「雪嶺峻」（生卒年不詳），既然師徒關係如此關鍵，何以智旭本人在自傳裡居然未有片語可循？因此，其師徒關係如何確立同樣難以琢磨。

    然，這一線索可供解讀之處頗繁，首先，若依現有資料做掌握，「無盡傳燈」在明代是臺宗中興法將，從其師百松真覺（1538-1589）開始，到傳燈重修幽溪道場，是為天臺續命再起之竅。
其次，謝伯洲細究《淨土生無生論》後，發現該論乃融會天台、華嚴、楞嚴與淨土諸宗的著述，認為傳燈對天台、禪、華嚴、楞嚴與淨土諸宗均有深入的掌握，而將之歸類為學問僧。
廖肇亨考據其時，傳燈與諸山長老、外學名士均有往來，可謂名重一時。
智旭《靈峰宗論》裡也曾多次表達對無盡傳燈的讚譽（但未明確是否有師生之誼），在〈然香供無盡師伯文〉文中用詞懇切，致意崇高。
    
    綜合這幾點立論，可發現「一代宗師」、「知識份子」這兩項特質也在無盡傳燈身上存在著。然，比對生卒年可發現，智旭1622年入空門，年23歲，以年譜所記，25歲拜見幽溪傳燈，當時，傳燈正值古稀之年且於1628捨世。在這層關係上頗為微妙，就吾人之見以為，一方面，這同樣是一個菁英集團的線索，另一方面，或許就是因為這層連結，讓智旭獲得從天臺立場發言的角度。
考智旭之人際我們可以發現，智旭對於人際師承持有的態度是「若即若離」，「有需要沒必要」的態度。既使是明文記載的剃度師「雪嶺」，似乎也是名目上的皈依。
又在自傳〈八不道人傳〉自述： 
     師云……遽請曰，弟子志求上乘，不願聞四諦法。師云，且喜居士有向上  
     志，雖然不能如黃蘗臨濟，但可如巖頭德山。
……因思古人安有高下，夢
     想妄分別耳。

    這一段引文殊可玩味，這是智旭對出家前的一則「夢話」，其對話者乃當時教界高僧憨山德清。然，比對年分後，當時為1622年，憨山年約77歲年事已高且身在曹谿並於隔年捨報。質言之，智旭未有機會謁見憨山，是以這場夢可視為智旭自己志向的反應，反應什麼？考以上文，當明智旭之意：就算不能成為黃蘗、臨濟般的開山祖師，也要有巖頭、德山的成就高度。更甚至可以說他由衷認為上乘智者「安有高下」，進一步的解讀，則不乏有為者亦若是的弘志。就吾人理解，另一個可資討論證據或者落在：
     擬注梵網，作四鬮問佛。一曰宗賢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
     立宗。頻拈，得天台鬮。於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為台家子孫。

   智旭其時年32歲，所作四鬮當中竟有「自立宗」的企圖，對比陳英善的研究當有所悟：
     智旭可說是一關鍵性人物，其思想之廣博，包括了佛教的諸宗諸派（如：
     禪、律、淨、密、教，教中又包括天台、華嚴、唯識等宗理論），且旁涉儒
     家、天主教等，尤其儒學可說是其學說理論之開端……無異將儒學與佛學
     加以會通。……以教或禪者來定位智旭，皆有其不足之處……呈現出智旭
     思想之所在，不在於教不在於禪，亦不離教不離禪。

    總結智旭成學歷程可推論，智旭讓後世難以定位宗門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這種菁英意識上，原本就有打算自立門戶的心態。而最終沒有自立山頭的原因也就僅在遵循佛意-「得天台鬮」之故。
    掌握智旭成學背景後，就本文所旨，回歸智旭的唯識思想。參考聖嚴所歸納及劃分的系譜中，在思想上（注意：不是法脈傳承上）傾向在雲棲、土橋、度門、雪浪、憨山五人所建構的思想版圖上。而泰普菴魯則又在這五人的上一階段的重要僧侶（特別是唯識學的部分）。再依簡凱廷之說，則魯庵普泰乃晚明時期弘揚唯識的先聲，著有《八識規矩補註》、《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兩書作為晚明唯識教學社群研習之用，其弟子包括後來受邀往住南京大報恩寺的無極（1500-1584）、憨山、雪浪、徧融（1506-1584）
。從這一關係考據可發現，前文所論的菁英集團特徵在這一關係脈絡裡同樣顯著，另一個關鍵則在於，這一批菁英集團形成的共識之一即在於復興唯識學的內涵，因此有編撰教材的跡象。倘若，魯庵普泰編著《八識規矩補註》、《大乘百法明門論解》的用意是作為教材使用，則，我們可以理解雪浪洪恩輯篡《相宗八要》以及憨山德清專著《八識規矩直解》的用心亦可能著眼於此處。
    前文裡于凌波曾披露，
對於唯識經典的掌握甚為艱澀，建議有心參學者應依序難易程度，安立學習次第，循序漸進。根據于凌波的說法，提供了兩個關鍵啟示：其一，若要進入唯識學殿堂，必然由淺入深，換言之，應當要有一部入門教材作為奠基之用。據此線索探尋，則可發現在唯識學的傳播過程中《八識規矩頌》的出現顯然有作為唯識學入門手冊的意味。

     為聖賢者，以六經為楷模，而通六經，必藉註疏開關鑰。為佛祖者，以華
     嚴、法華、楞嚴、唯識為司南，而通此諸典，又藉天台、賢首、慈恩為準
     繩。蓋悉教網幽致，莫善玄義，而釋籤輔之。闡圓觀真修，莫善止觀，而
     輔行成之……辨法相差別，莫善唯識，而相宗八要佐之……以此開解，即
     以此成行，教觀齊彰，禪淨一致，遠離擔板之病，不墮數寶之譏，可謂慶
     快生平，卓絕千古者矣。

    透過這段引文的內涵可悉智旭的用心，強調兩個關鍵，暗扣一個重點，同時針貶當時對禪宗風範的片面誤解。首先，智旭清楚的表明了佛教義理的玄妙難解，因此需要有相關的解釋與注疏輔助理解，而漢傳佛教各宗的興起，也就是各宗祖師對佛法理解而詮釋後的結果。其次，智旭認為，漢傳佛教的系統裡，僅有「天台、賢首、慈恩為準」，這與智旭作四鬮的選項相同，換言之，智旭的思考方向頗為一致，甚至已經定型。於此確立的模式中發現智旭對於天臺的推崇以及對唯識的肯認，但，也清楚表明了，要能踏實的掌握唯識要義，需要另有資料輔之，智旭此處即落落開闔的將《相宗八要》定調為關鍵輔佐教材。
    至此，我們對智旭註解《相宗八要直解》的動機有了眉目，但有待廓清的則是：從釋聖嚴之考，對於唯識義理，智旭欣賞的唯識觀點是紹覺廣承的立場，但紹覺廣承一脈則晚出於雲棲等五人，且自成一系。由此形成一個特別的沿襲狀態：智旭以德山為典範，甚至明知憨山版的《八識規矩直解》已失傳，取同書名當有致意的意味，但其對唯識的主張卻又貼近紹覺，換言之，同樣名為《八識規矩直解》的著作卻承載著與憨山不甚一致的論點。這應當也是「菁英特質」左右的動機。同時也說明了，正因為智旭對憨山、雪浪的某些觀點可能不表認同，因此，很可能帶著「彙整」的態度，試圖將兩個系統的觀念予以結合，冀望能編寫出一個內容完整的唯識學教材。換言之，智旭的用心之一，是為了編寫出一份唯識學的教材，並可與《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做連結，或作為《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的前導教材。
參、說文解「識」-智旭對〈八識規矩訟〉的注疏立場與綱領
    依循前文所獲的線索，吾人以為，智旭〈八識規矩訟〉的目的在於編寫一套唯識學的教材，在這一基礎上，智旭在註解及詮釋過程中，當會帶入自身的詮釋背景和立場，而在｢蘊謂｣層面上形塑出自己的唯識學思想。

一、沙門為貴
    智旭本為儒生，受孔孟教法冗時，對於儒學之優劣當了然於心，更甚至可以說是對當時整個學界及教界的風氣均暗有評價。當時的居士佛教及心學、理學家都有融攝佛教的跡象，亦有模仿佛教的修身法門，
也發展出類似禪修的靜坐法，此處可以朱熹「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例。
。換言之，無論僧俗釋道，都可行禪坐之姿，稱覺悟之妙。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下，智旭乃標註出沙門之貴，因此在註解「徧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大八貪瞋癡」時刻意註明：
     故外道凡夫入初禪時。眼、耳、身識唯有貪癡亦不名惡。但名有覆無記。

     若佛弟子入初禪者。有觀慧故。不味著故。并無根本癡．貪及大隨八。但

     名為善也。

    此段引文開顯的是：智旭不否認禪修靜坐的效果，甚至認可外道凡夫亦可由禪修靜坐中獲益，但不認為外道凡夫可由此途徑也達到開悟的妙果。吾人以為這一方面當是對明末的儒家世學，甚至是對陽明一脈的反動與評論。
可資注意的是，在註解《八識規矩頌直解》的同一年，智旭亦花費相當心力註解四書，而據龔雋的分析，智旭註解四書之用心在於策略性的顛覆當時的儒家正統優勢。
換言之，智旭對於泛儒家的義理面及工夫論都有著具體的批判提出。
    對此，智旭提出關鍵之處在於：「有觀慧故」。復言「致惟有秉大乘教以智觀察乃能分之。若愚法聲聞則便難於分別。況凡外乎。」
，既使出家眾，亦有根器高低之分，更何況非出家眾，其成果必然在根器低落的出家眾之下。而我們認為，更具體的說法應該是「有三學故」，特別是對於「戒學」的強調。依釋聖嚴的考據，戒律學的信念一直是智旭思想的核心，以智旭在註解〈八規矩頌〉與《成唯識論》階段為分野，可觀察到註解唯識學的前後時期，約莫各花費近十年的時間鑽研戒學。
此外，在明末的社會風氣裡居士身分蔚為風尚，雖然居士也可以是非常虔誠、踏實的佛教徒，但畢竟與正式受戒皈依的比丘眾有著不可逾越的差異性。就這一點而言，曾經以居士身分接觸佛法的智旭體驗必然深刻。
 綜合前文析論，吾人以為，此當為智旭在〈八規矩頌直解〉所欲提出的深層意涵就在於設立戒學的要領，以戒律之說，對治前五識所生的「鏡中所現群像」。

二、「真如」以知
    回顧唯識學東傳的發展脈絡，東渡之初即生發「第九識」存否的爭論，爭論之關鍵在於「真如-唯識」之間的關係。
林朝成、郭朝順、
勞思光所、
 竇敏慧
等研究者均從思想史路徑論證這一個思想交融的歷史與軌跡。雖然，上述線索昭然唯識與如來藏的融合在歷史中逐漸的有其成果累積，但，在明末唯識復興的時代背景上，這一義理脈絡或許已被模糊甚至混淆。倪梁康點明，據考唐宋之後，唯識學沒落沉寂，明末「唯識復興」的這些僧俗學者僅能從尚存的有限資料裡做爬梳，在不完整的文獻中做整理。
智旭曾經開示道：
     故吾每謂真不負己靈者，須盡翻近時宗教窠臼，方可遍入古來宗教堂奧。
     夫堂奧豈有他哉，不過發明吾人本有心性而已。心性無法不具，無法不造。
     而所具所造一切諸法，皆悉無性。

    承上述背景描述，倪氏認為明末的唯識「復興」之說，實際上「復」的成分有限，其主要因素是文獻的流逝。倚靠這一個歷史事實我們可以合理推論的是：如此一來，明末的各家唯識學著述，可以視為各自的理解與詮釋成果。換言之，在其著作裡必然帶有各自的詮釋視野和目的。回歸本文旨趣，吾人認為有兩條線索需要注意，首先，據徐聖心所論，智旭在三十九歲之後的唯心思想有兩個面向，一是以《楞嚴》說唯心立真如實觀；一是承天臺智者「介爾一心」之說。
前者為真常說的關鍵典籍，後者的影響將在下一段進行說明。但，顯而易見的是，「真如心」必然是智旭思想架構之基，成為智旭在註解唯識典籍時的依據。因此吾人以為，若「編列教材」的假設可以接受，則智旭於《八識規矩頌》注重「心」的作用，一是傳承前人之說，二有對閱讀群眾解說概論，乃至強化立場的效果。
對此在註解中提出基本主張就是要能「根本智親證真如」，
反映出智旭在註解《八識規矩頌》時所蘊含的義理角度。
    其次是，智旭的學術特徵濃厚，在爬梳諸家要點後，當意識到：以如來藏為主體的漢傳三家，實際上都涉及唯識義理。換言之，也都有引進唯識學說增添或穩固自己義理面的需求，而且是有意引用的狀態。是以，在解讀「合三離二觀塵世、愚者難分識與根」時，直接引用《大佛頂經》、《圓覺經》，兩部如來藏系統中的重要典籍增加言論的份量，甚至是建立合法性。
彙整諸家之說後，智旭乃立即提出一家之言，註解了一套著重真常系統的「唯識學」典籍。這一方面顯示智旭的自信，相對的，吾人以為，智旭的另一用心當在於：建構一個可與各家學說會通並為各家所採用的唯識基礎。

    換言之，智旭評論諸家之不足後，親力編著唯識教材，意圖之一在於編定一套「定本」，可為三宗諸家共通。所以智旭自述其立場：
     夫萬法唯識。雖驅鳥亦能言之。逮深究其旨歸。則耆宿尚多貿貿。此無他。
     依文解義。有教無觀故也然觀心之法……諸家著述。貴在引證以明可據。
     未免文義雜糅。不便初機。今領會諸家之旨。自抒淺顯之文。不令句讀艱
     澁。觀者恕之。

    智旭的立場除了在構築一個可供會通的理論平臺外，應當也有呼應當時教界潮流之意，有心提升唯識學的地位。龔鵬程主張，智旭撰寫唯識學著作的動機之一，乃企圖為唯識爭取地位，而將如來藏重要經典帶入其唯識的說法當中，抬高唯識的地位，龔氏稱之為「善巧矣!」。
當然，若對照前文論證，我們不排除一個可能性，也就是這一目的若達成，則不僅智旭之論成為各家共識之說，也象徵各家公認智旭之說的合法性和地位性，承認智旭在教界的地位。
其三，不能忽視智者對天臺的崇景，因此，這樣的論述基礎有利於將智旭之後要發展的論點引向臺家路徑。
肆、智旭的唯識實踐論-引「臺」觀行
    前文參酌徐聖心的論述可知，智旭的思想傾向偏好天臺之說。廖肇亨考其生平結果，亦是做此描述。
鐮田茂雄則直接將智旭定位為天臺宗人。
釋正持爬梳相關文本後，更強調智旭思想的天臺色彩，尤其，釋正持研究中更勾勒出智旭天臺立場對其各種思想的影響，進而傾向反映在智旭對於各種著作之上。
智旭自己本身則主張鮮明的表示：「後出入禪林，目擊時弊，始知非台宗不能糾其紕。台教存，佛法存，台教亡，佛法亡」，
此說不可謂不重。然，在當時教界局勢而言，臺宗也有其褪色之處，智旭也曾表示：
     嗚呼，台衡心法不明久矣。彼蓋不知智者淨名疏，純引天親釋義故也……

     亦約八識辨修證門，正謂捨現前王所，別無所觀之境。所觀既無，能觀安
     寄……止觀是台衡真正血脈，不同他宗泛論玄微。

    這一段引文可開出幾條線索作思考，首先，智旭認為天臺之說為當時教界救亡圖存的希望。
其次，本段基本上描述了臺學與唯識之間的基本關係，智旭也認為天臺教法似乎也有待振興之處，而其不彰的原因是因為智者大師的學說未徹底發揮之故。可推論智旭心下期待能予以釐清並弘揚，並充實智者大師思想中的唯識論說。再次，智旭顯然想要致力的核心，當是再度擦亮天臺「止觀」教旨，回顧前說，則似乎暗示：「止觀」與「唯識」之間的關鍵輔成。
    上述論證所開顯的是：既然唯識是天臺的義理核心之一，如此論來，開展唯識要旨，也當是重振臺教的充分條件之一，是以，此可朗現智旭詳解唯識內涵的動機。據此，我們則可由此得知，智旭對天臺「止觀」教法當是嫻熟五內，因此，在解讀唯識的底蘊時，也必然會形成智旭的「前理解」和「前結構」的關鍵組成。是以言道：
     ……大乘是事家之理，全理成事，故以止觀所依等五番建立，攝盡三千性
     相，百界千如，欲不謂之百法，不可得也。故欲透唯識玄關，須善台衡宗
     旨。欲得台衡心髓，須從唯識入門。

    據此段引文而論，
 我們可以了解到智旭對天臺之學的推崇，智旭顯然有意援引天臺之說對唯識學的進行解釋。對智旭以天臺解讀唯識學的立場，聖嚴直陳：
     智旭不屬於天臺子孫，但他凡釋經論，均依天臺的方法，畢生主張教觀並
     重……智旭曾作《教觀綱宗》，為後來天臺宗的入門書……《成唯識論》直    
     詮心法，成立唯識道理，即是觀心法門，所以他的註釋，名為《成唯識論
     觀心法要》。他的立場已極顯明。

    智旭在撰寫《成唯識論觀心法要》時即已公然揭示自己的天臺立場，在註解《八識規矩頌》時亦從此一立場出發當為合理推論，檢視《八識規矩頌直解》全文，「觀」字共出現17次，其中9次出現在「合三離二觀塵世、愚者難分識與根」、「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兩段。「觀」字在智旭解讀《八識規矩頌》時當具有其關鍵意義，智旭表明「若入二空觀智。或根本智親證真如。或後得智變相觀空。亦皆現量。」
、「致惟有秉大乘教以智觀察乃能分之。若愚法聲聞則便難於分別。況凡外乎。」
，再對照智旭的開示問答： 
     (問，唯識五觀，與占察二觀，是同是別。)荅，遣虛存實，捨濫留純，攝
     末歸本，隱劣顯勝，皆從唯心識觀開出。若遣相證性，義仍兩屬。如云俗
     有真空，仍是唯心識觀。若遣相執，達相即性，乃真如實觀。

    若搭配《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的解讀更為明顯，援天臺之「觀」，構唯識之「行」的意圖顯而易見。確立上述之說後，有兩點需要注意之處。一是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智旭的思想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這一段引文正呼應前論所言，智旭在解釋唯識義理之際，乃出現以真如常心之說予以連結。若從吾人「教材說」的假設出發，則《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對於「觀」的解釋顯然更加紮實詳盡，同一時期撰成的《八識規矩頌》當中引用臺宗「觀」的意義作解讀當屬在理。但，因為其定位是一篇入門教材，因此其詳細程度和篇幅不若《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當可理解。
換言之，智旭天臺「觀法」的唯識思想，應當把《八識規矩頌直解》視為《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的前導教材，建構先備知識，合併齊觀，方能盡量完整的掌握智旭的主張。

    最後，智旭致力於將「唯識之義」與「臺宗的觀」做結合是一個帶有創造性的開路。既是先鋒，難免招議。龔鵬程對這樣的解讀提出質疑，認為智旭所論的「觀」與天臺的「觀」有所相去，主要問難處有二，一是智旭之觀不是天臺的「止觀」；二是智旭提的「觀心」也非智者的觀「當下一念」。
前文註解已有引述聖嚴對智旭解釋唯識的評論，同一篇文獻中，聖嚴還指出：
     若從唯識的研究態度而言，德清與智旭的方式是不當的，因他們未見印度
     唯識學的依據，也不能導使讀者們對印度的唯識學得到正確的認識。若從
     唯識學的創始目的而言，他們又是對的，因為唯識導源於瑜伽行者，通過
     定境的認識，對於心及心所法等分析檢查，以確定修行者的功力深淺。

    延伸聖嚴的評論可發現，首先他認為智旭在整體論述上有其失誤亦有其貢獻，其失誤處在於未盡符原始唯識學的論旨。貢獻處乃是智旭轉折出漢傳佛教的唯識觀點和實踐法門。反映出的是，在智旭的觀點中，似乎是刻意將天臺的「止觀」做轉換，改以「禪觀」角度的「觀」替入，這是來自於對當時整體主流脈絡的呼應，倘若完全無視或是切割過甚，很難達到傳播、復興唯識的用心。因此智旭在解讀「眼耳身三二地居」到「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時，這幾句註解裡頻繁的以「禪」做解釋基礎。更強調「若佛弟子入初禪者。有觀慧故」。
當然，這與天臺原本教法自然有異，對此，吾人認為應該要再度將智旭的主張放在明代文化與教界狀態做解讀，同時要再度對照智旭造論的動機和初衷，當可獲得較完整的認識。當時的禪門狀態低迷遭詬，而他雖重天台，但，亦不想因天台而受限，且不滿台宗末流的門戶對立的情勢。
因此他宣稱「私淑台宗，不敢冒認法脈」應當是一個委婉的說詞。
    最後，我們認為聖嚴所給的一個說法堪稱平實，聖嚴認為：
     他用天台教觀，卻不是天台宗的徒裔。……又是以《楞嚴經》為依歸的禪
     者，更是以《楞嚴經》為基盤的性相融和論者，也是禪教律的統一論者。
     所以旭師的天台學，與傳統天台家的立足點，並不全然相同，但其介紹天 
     台教觀，還是未離天台學的架構。

    顯示智旭對於他的理論中貌似矛盾兩點的解說都有著多重因素的考量，涉及到「時代因素」，因此，不論，「禪學」或「止觀」都促使著當時「唯識學」走向復興的道路。對此，吾人以為，應該將智旭界定為「廣義」的天臺論者，以天台的架構，介紹天台教觀，但又不拘泥於「狹義」的天臺學說，繼而組織出自己的學說內容且開創明末唯識的新格局。
伍、結論

    在漢傳佛教史上智旭學術成就不僅是獨樹一幟，更是影響深遠。回顧當前教界、學界的成果可知，本文認為：智旭乃將《八識規矩頌直解》定位為唯識學的入門典籍，甚至是作為《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的先備知識，而透過其詮釋，在內容上當另有智旭潛在的思想特點可資詳查。本文先對智旭生平做一簡要審視，特別是在人際網路上的清理，本文認為從智旭的生平的歷程及人際脈絡的連結上，可以有幾個發現：心念佛教之傾；鍾情天臺之教；欲成一家之言；編撰傳世之書。依靠這幾點特質切入智旭《八識規矩頌直解》中所蘊含的要義，本文則歸納出三點要項：一、沙門為貴；二、「真如」以知；三、引「臺」觀行。這些特點可橫向的與智旭其他著作做會通，連結出智旭思想的全貌。

    在研究過程中，因為篇幅及時間因素，本文有部分問題未予以處理，包括：本文發現在思想史面向上，明代的佛學研究以及整個佛教狀態甚為獨特，應該從社會學「人際脈絡」、教育學「教材」、「教學」等角度切入，當有不同的思考角度探究；而撰文過程中發現，智旭究竟師從何人？歸屬哪個宗派？對於「師承」的態度如何？這些問題都與其思想發展有所相關，但本文不及一一細探。此外，由此延伸出的議題做觀照角度，則明代幾位高僧的師承狀況及其思想發展間的連結關係也是一個需要檢視的層面。這些觀點在本文撰寫中時有牽涉關聯，似乎可彙整出一條理路，建構出明代唯識發展的脈搏圖像。

    在研究建議上亦有可延伸探索的價值，一是，立足在個人生命史的角度端詳，智旭的儒家思想及其意義是一個可資深探的方向，特別是智旭以一個明末清初的關鍵學問僧的立場而言，智旭如何與當時儒學文化做交涉的過程，如何攝入？如何轉出？甚至是如何抗衡？最後，本文在探究過程中發現，唯識之說在明代開展出一個獨特的發展情勢：對於一個低靡上千年的學說，在資料貧乏的狀態下，漢傳各宗卻都有需求，卻也都不清楚，似乎有各表一方，各詮一家的態勢，本文所論的智旭僅是其中一家。因此，吾人以為若能從思想史和文化接受史角度進行探索，當有益於廓清明代唯識復興狀態的輪廓，充實明代佛教思想乃至於整個中國哲學思想的歷史樣貌，也為民初及當代唯識學發展奠定溯本正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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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思想史的脈絡做參照，則，勞思光認為以「唯識」思想為核心的「法相宗」在唐末之後漸衰，宋代之後少有僧徒傳繼。就吾人個人淺見以為，就思想史的現象而言，唯識學確實有沒落的時間點，但是就思想意義而言，吾人則以為唯識學的義理已然為各宗所吸納，由具體轉無形，隱藏於思想脈絡之中，更甚至轉為宗教內涵之中影響著佛教其他宗派的義理層面，以一種「斷而不絕」的形式流傳下來。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二）》，頁348。


� 以聖嚴所考，則魯菴普泰獲得《八識規矩頌》約於明正德年間（1506-1521）。另外說明的是，本文引用釋聖嚴著作時，以編碼方式作為註明，第一組數字為「輯」，第二組數字為「冊」，第三組數字為「頁」，例如：於引文後註明，「法鼓全集，08-01-0058」即為第八輯第一冊第58頁，如果引用之文跨越兩頁以上，則最後兩組數字即表示所跨越的頁數，如「法鼓全集，04-08-0298-0299」最後兩組數字即表示，該段文字出處從0298頁到0299頁。釋聖嚴，《法鼓全集》，01-01-0204-0205。


� 釋聖嚴，《法鼓全集》，10-15-0062。


� 《佛光大辭典》〈八識規矩頌〉條，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 蕭涵勻，〈唯識學心識理論在情緒管理之應用－以《八識規矩頌》為例〉。


� 倪梁康，《新譯八識規矩頌》，頁1。


� 鐮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頁313。


� 倪梁康，《新譯八識規矩頌》，頁1。


� 釋聖嚴，《法鼓全集》，02-02- 0215。	


� 例如龔鵬程，〈蕅溢智旭唯識學發隱〉，1-34；邱信忠，〈蕅益智旭唯識思想研究─以《成唯識論觀心法要》為中心〉。


� 參考紀俊吉（2018）的操作經驗，將「實謂」的範圍擴大，將「實況」帶入「實謂」範疇內。而吾人則嘗試將「史實」納入探究線索當中，以揣測研究對象的視野基礎，增加詮釋效度與內涵。紀俊吉，〈華嚴思想對教育哲學的啟示〉。


� 此處可加以說明的是：本節在安排上相當於傅偉勳主張的「實謂」、「意謂」階段，本文撰寫方向略加調整及嘗試，在「實謂」以歷史脈絡為線索，試著勾勒出智旭思想發展的可能路徑。於「意謂」階段則遵傅先生的說法，嘗試描述在這智旭生命史的脈絡中，可能意義是什麼。


� 倚靠廖氏之說，智旭學力深厚文采洋溢是顯然易見的。但，此處有一點待議，廖氏指出「蕅益智旭本為生員，文采煥發原無足奇」。對此吾人嘗試查閱相關紀錄，《新續高僧傳》、《靈峰蕅益大師宗論》、《淨土聖賢錄》、《九華山志》、《蓮居庵志》等均無此記載，僅《靈峰蕅益大師宗論》第5卷曾與一位劉純之對話「然微窺其意，遠不如做秀才時之虛心矣。世閒科第，果能埋沒賢豪者邪。可畏也。」，就文義理解不易判斷是指稱自己的經歷。而近現代的釋弘一所編年譜，釋聖嚴所傳博論均未提及此點。當然，不排除廖氏是否掌握了更新發現或資料的可能性，惟，吾人管見以為單一證據的力度可能較為薄弱，需再詳究。廖肇亨，《巨浪洄瀾-明清佛門人物群像及其藝文》，頁115-116；《靈峰蕅益大師宗論》,J36,no.B348,005,p.0343b15。


� 釋弘一，〈蕅益大師年譜〉：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B0130


� 釋聖嚴，《法鼓全集》，01-01-0258。


� 釋弘一，〈蕅益大師年譜〉：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B0130


� 龔鵬程之說與吾人的推論頗為一致，認為智旭早年佛前捻鬮定去向，雖研天台，卻心繫慈恩。當然，以其博學勤奮的行誼，實際上更兼擅律、淨及華嚴。再觀龔氏統整，智旭畢生著作中，能歸類於唯識的著作共有八種，更證明智旭對唯識的理解絕非泛泛，當有其慧眼洞見。龔鵬程，〈蕅溢智旭唯識學發隱〉，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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